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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刘少奇的穿衣哲学
    刘少奇的穿戴一向朴素简单。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其中一件刘少奇在1952年到1968年间常穿的蓝灰两色羊毛衣，里外两面共有20多个小洞，袖口和扣眼已破烂。1983年12月，王光美托当时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罗秋月带回湖南，后转交刘少奇同志故居，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衣服、袜子穿破了，就要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吴振英、石国瑞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一件毛哗叽大衣，也穿了十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有件衬衣刘少奇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建议他买件新的，他却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刘少奇后，他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他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了一遍，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四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

    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本刊专稿】

编者的话：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新时期继续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配合教育实践活动，本刊特别选发了沧州几位老领导同志多年前在作风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藉以回顾并学习老前辈的革命精神与良好作风，搞好思想作风建设，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齐心协力，为尽快把我市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强市做出贡献。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阎国钧
我17岁参加工作，到离休时是40多年。这几十年，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合作化、“三反”、“五反”。经过了残酷的环境，也经历了和平的时代。那时参加革命的目的，入党的目的，是为的群众翻身，不当亡国奴，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思想单纯，不怕牺牲。1939年，河间和肃宁的日本鬼子在肃宁县的大曹村、白家村一带烧杀抢掠，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当时我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人们无家可归，一面跑，一面流泪，情景非常惨。当时，我为乡亲们报仇的心情非常迫切，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
参加工作以后，先受训学习一个月，接着分配工作。当时肃宁县委宣传部长是个女同志，叫李书良，和我谈话说：“服从分配不？”我说：“服从”。她说：“你当交通员吧”。我说：“行！”我当了一个月的交通员，敌人就开始了春季大“扫荡”。在这期间，我当了交通站长。那时和群众真正是打成一片，我们的交通站设在群众家里，在人家吃了顿面条，就认了房东大娘为“干娘”．我们打扮成老百姓，背着筐在地里送信。当时肃宁有很多据点，秘密的，信皮上全是化名．这样坚持了半年，环境开始好转。经过敌人“扫荡”的考验，有的妥协了，就提拔我当了交通科长。紧接着就是“五一”大“扫荡”，交通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时做交通工作的人不少，分武装交通队、职业交通队、秘密交通站三个组织。用多种方式传递信件，保持了同根据地的联系。
敌人“五一扫荡”期间，环境非常残酷。有一次我们在大团堤被敌人包围了，锅底下是个洞口，我们就钻地道藏起来了。里面人很多，男女老少都有，时间长了，人们就在里面拉屎、撒尿，空气很不好，氧气又少，快闷死了。有一个人刚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他急忙藏在柴禾底下，房上的敌人看见了，下来在柴禾上踹了两脚，又到屋里在锅底下扒拉了一下就走了。这一天很危险，人们到天黑才出来。有一次敌人“扫荡”，我们藏在敌人岗楼村南的交通沟里，看见敌人正在敲锣打鼓，集合群众开会，还放枪放炮，我们紧跟着县大队跑，一上交通沟，一个战士受了伤哭了。政委说：“别哭！”扶着他跑。我们跑到河堤上见有土堆子，就蹲下来藏了一下，后来又找到秫秸垛，把枪藏起来，把大衣翻过来穿上跑。就这样一次一次逃出了敌人的虎口。
那时，敌人“扫荡”过后，或经过一次战斗，幸存的同志一见面心情很激动，很亲热，互相搂在一起叫“亲爱的同志呀!”那时环境残酷，生活也很艰苦。有一年发大水，涝了，没有吃的，就吃野菜，吃麦苗。那时也没有津贴，有时一个月发一块钱，或给二元钱的菜金。我们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活动。随时准备牺牲，想到为了打鬼子死了也是光荣的。死都不怕，私字就更没有了。当时环境残酷，又不挣钱，受苦受累，还不知哪天就牺牲。可是我们干劲很足，情绪很高。这是为什么呢？有些群众说我们党员是“在门儿的”，“迷了心窍”。其实，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一是思想上入了党，把自己交给党了，有远大的理想，为了求解放，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当时常想，把鬼子打出去，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人民都幸福了，多好哇！所以革命精神很旺盛。

    二是有铁的纪律，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一参加革命就把自己交给党了，党指到那里，就打到那里。党也赏罚严明，我们经常受党的考验，好的表扬、提拔，不好的批评、处分。连个人婚姻都要让党审查，环境好些才批准结婚。这说明组织纪律性是很严的，个人一切都听党的。

    三是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行军、蹲地洞时，还开生活会。不按时过组织生活，要受到批评，甚至是处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认真，哪个党员有什么情况也要向党讲清楚，谁和谁谈话全有分工。不能有自由主义，每次生活会上，自己都要检讨，看看有哪些不足，哪些做的差。

    四是强调领导带头，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哪怕是党的一个小组长，也得带头。上边领导解决了，下边有问题就好解决了，各级领导全带头就好办了。如果自己的亲友中有当汉奸的，要带头除治，有个同志的叔伯妹妹找了个汉奸对象，这个同志带头大义灭亲，和我们一起把他妹夫枪毙了。

    五是阶级友爱精神非常好。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团结，亲密无间，真比亲兄弟还亲．根本不许拉帮结派。

    六是强调群众观点。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好，损害群众利益了，处理那是非常严格的，住在老百姓家担水、扫院子，亲如一家，走时恋恋不舍，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友好。

    七是强调艰苦奋斗，不讲升官发财。有时连买烟都没钱，憋急眼就抽群众锅旱烟，有时蹲地洞没烟，还抽了一次被套，所以人们说我们是“穷八路”。正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了群众，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八是干部政策任人唯贤。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时干部把组织部当成家。正因为这样革命队伍的团结是很好的。

    九是政治工作好，经常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等等。虽然那时我们文化不高，但哪个干部也能讲几段。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鼓舞了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斗志，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者系原沧州地委书记、行署专员）

回顾抗战时期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刘锡钧
    1937年暑假，我由献县师范毕业后，即发生了七七事变。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我参加了革命，在党领导下，走向了抗日战场，并写下了这样的明志诗：“七七芦沟炮声响，投笔从戎赴疆场，驷马奔腾杀敌寇，还我河山保家乡。”自参加革命至今，我觉得我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除了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得道多助之外，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保持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就亲身体验讲几个问题。

    一、在政治上，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真正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丝毫不打折扣。比如抗战初期环境是很残酷的，为了开辟新的抗日地区，要向更残酷的敌占区调动干部。当时各级干部，不论调谁，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以接受艰巨任务为光荣。1940年由县调我到五区任区长，当时，这个区除牺牲和被敌人抓捕者外，只剩了一个干部。我到区后，首先找到了这个幸存的干部，让他任秘书。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俩人就从各村物色抗日积极分子，调出十几个人参加了抗日工作，完成了上级给的开辟新区的任务。同时，同志们团结非常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比如开生活会如能给提点意见，真是从思想上认为是关心和帮助，自己感激得不得了。同志们相处亲如兄弟，一度我区9个助理员被敌人抓去7个，我千方百计找关系营救出6个，只有一个被弄到日本国去了。那时人们对党的观念比家庭观念高多少倍，爱护同志胜过自己。1942年“五一扫荡”时，献县公安局长王铁华和我们四个股长在南漳河村开会，早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钻洞后，房东还没来得及堵洞口，敌人就来了，洞口已经暴露。在危险的情况下，同志们争着堵洞口，和敌人干，掩护同志，宁愿牺牲自己，保护同志，阶级友爱精神非常好。1946年我在青县工作时，11月的一天，汉奸高鸿基包围了在孙庄子村住的税务所。我们听说后，带着几个干部和几十个民兵，急行20里赶赴现场支援，把敌人引向我们，使税务所全体人员脱险。

二、在组织上，人们认为党组织最亲。从思想认为，组织部就是党员干部的家。组织部对党员干部也十分关心。因此，对干部的分配调动，只要组织部一说话，没有说二话的，都是无条件地服从。除个别人外，组织性、纪律性都是很强的。1942年“五一扫荡”后，环境非常残酷。县委决定我做争取敌宪兵工作队正副队长的工作。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铁杆特务，工作任务艰巨，且有性命危险，但为了党的工作，我愉快地接受并完成了任务。
驻献县张庄日本联队非常疯狂，每天出来杀人，抓人。我按县委的要求，对日本联队工作队长王某、情报室主任冯某某，做争取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化了装，带着手枪，找了个关系，到了献县张庄日本联队部，直接找王、冯。见面后我把枪亮出来，向桌上一放，说：“我是刘锡钧，找二位老兄交朋友来了。”经过交涉以后，我在敌情报室主任冯某某家住了4天。当时敌人正搞敌占区“剔抉队”，挖掘我工作人员，因此头一天日本特务笠本良策进了屋，冯某某忙说日本话，意思是指我是他的朋友，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经过做争取工作，这些汉奸对日本人说，八路军干部经“五一”大“扫荡”，都跑到远处去了。为了对付鬼子抓“花姑娘”，让汉奸们到泊头雇来妓女应付，不准抓良家妇女。但敌人不要妓女，要农村“花姑娘”。于是便让他们抓县城附近汉奸家的姑娘，并把伪警察局长的女儿抓去。这一下给敌人内部造成了矛盾，狗咬狗地干起来了。

三、在工作上，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同志们都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特别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工作人员都转入地下，白天不敢露面，藏在黑屋和地道内，都是在夜间活动，甚至几个月不见天日。可是，同志们情绪很高，胜利决心很大，真正发扬了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路、征兵、征收公粮、挖地道等工作，都是整夜整夜地干，干部与群众一起干，千方百计地完成工作任务。特别在献县四十八村，到了11月份水已结冰，我们夜间蹚水活动，被水冰得腿疼地咬着牙，没有一人叫苦，因此大部分同志落下寒腿病。

四、在作风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没有阶层之分，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同吃同住同工作，互相间无拘无束。在生活待遇上，每人都是一条枪、一斤小米，没有闹特殊要求的。干部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真正打成一片。群众为保护我们的干部，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献县李虎惨案就是明显的一例。敌人在李虎村吃了败仗，为了报复，集中兵力包围了该村，向群众逼问八路军军队和干部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说的，不说敌人就打死，群众宁可死了也不说，最后敌人把群众赶到一幢房子里，烧死40多人。尽管如此，群众没有一个暴露我方秘密的。总之，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真正成为鱼水关系，发扬了光荣传统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五、在生活上，各级领导和一般干部都没有两样的地方，每天都是供给一斤小米，5分钱的柴油盐费，此外没有任何待遇。住房大家同住群众家，都盖群众的破被子。总之，生活虽然艰苦，但没有闹情绪和不好好工作的。

为什么在艰苦条件下还能情绪饱满，坚决听党的话，不怕牺牲，积极工作？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1、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解放全人类的党。因此，参加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无限忠实于党。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到那里。特别在抗战时期，大家民族观念很强，坚决不当亡国奴，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不罢休。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坚定的精神支柱，使人们忘我地去工作。

2、党、政、军、民是团结的，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吃饭、行军、住宿都一样。所以，不管环境多么残酷，也是愉快的。

3、和群众关系密切，不论到什么时候，多么危险，群众都支持我们工作，保护干部。干部一心一意地为党为群众工作。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副专员）
为革命不讲待遇，不怕牺牲
陈凤阁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党员、干部根本不讲待遇，到时能吃上饭就不错了，而且“死”字得老在脑子里准备着。那时我是做地下党工作的，牺牲、流血是经常的。冀鲁边区第六专署专员杨靖远牺牲后，肖华写了“掉头流血，家常便饭”。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建党、建政，发展党员。这些事都是秘密做的，上不说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再做的工作就是扩军，动员有志男儿参加我们的八路军。建政，主要是建村政权、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

    那时的党员、支部不多。我是1938年入党的，开始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又到了区里，1939年春负责领导区里的工作。当时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有时区长也参加区委会议。我到区工作时，区委书记陈华亭，还有位姓崔的副书记，不久他俩都牺牲了，就剩了我自己。后来又组织了一届区委，我当副书记，张西凤任书记，后来他被捕了，宣传委员在鬼子“扫荡”时也牺牲了，又剩我自己了，就又组织了一届。

总起来说，那时得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能敢于工作。好些人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傻蛋”、“不要命的”。那时真是不讲待遇，只是发给点饭票，可我们做地下工作的还用不上，拿出来就暴露身份了，在党员家吃饭给了人家，人家也不能拿出去换粮食。因此，有时我们也就白吃了。有的村长是党员的，我们就可以交粮票。那时生活很艰苦，不敢在村里睡觉，睡在洼里、地窖子里，县委开会也是到村外去开，环境非常紧张。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抓住了，敌人看我的指甲说：“不是八路的，八路的指甲短。”打了我一顿就放了。那时大部分同志被敌人抓住过，全不暴露党的事情，都咬牙顶过来了。

那时主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干革命。没有待遇，也不讲当什么官，经常讲的是入党要保密，被捕后不许叛变，人们都能遵守党的纪律。

（作者系原沧州地委常委、纪委书记）

【专题史料】
南皮县委六十年代学习焦裕禄活动简述
韩树军
20世纪60年代，在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社会各界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其中焦裕禄就是领导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兰考是黄河故道上著名的灾区县，长期遭受风沙、内涝和盐碱等“三害”的袭扰，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在三年困难时期，兰考人民生产、生活更是面临极大困境，1962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带领县委抓住治沙这一关键环节，深入实地调查，多方了解治沙的办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跋涉5000余华里，把全县86个风口、261个大沙丘、17条大沙龙全部作了编号，绘制成地图，最终形成了以种植速生泡桐林来治理“三害”的方案。

    焦裕禄心中装着兰考的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积劳成疾，在晚期肝癌的病痛折磨下，仍带领群众坚持在治沙第一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不幸病故，终年42岁。焦裕禄逝世后，新华社采写并于1966年2月7日播发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等全国各报纸全文刊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省委也都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全国很快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中共南皮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立即组织开展了学习活动。县委常委反复进行了多次学习，深为焦裕禄同志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之后，县委常委以“小整风”的精神，对照焦裕禄同志找差距，认真检查了县委本身在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为“四个缺乏”和“一个不如”。
    一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了焦裕禄事迹才真正认识到，不仅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还很严重。代理书记李秉常检查：“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学的遍数也记不清了，过去也觉得学的不错了，今天看，并未学到手，焦裕禄同志才算学到手了。”常委、副县长王子孚说：“讲了多少年为人民服务，个人也觉得为人民服务了，可是和焦裕禄比起来，自己为人民服务掺了很大的假，非常不纯，说不上完全彻底为人民。”常委一致承认：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距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是思想意识问题。只有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才能襟怀坦白，才能丢掉“我”字，做到—不怕苦，二不怕死。代理副书记董维新检查：“由于我和‘我’字分不开家，所以怕吃苦，不愿多用脑，不愿多劳动，不愿多上路，不愿多深入，总之，不掏真力气，不下苦功夫，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常委们还谈到：过去在处理我们同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也不正确。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本来是勤务员与主人的关系，群众是主人，我们是勤务员，但往往颠倒了这种关系，认为我们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群众要听我们的，不是我们为群众服务，而是群众要为我们服务。

二是缺乏群众观念。焦裕禄一时—刻不忘人民群众，把自己当作“贫下中农的亲儿子”，永远保持“庄户人”本色。我们就不是这样，到下边工作，多是走干部路线，不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王子孚说：“不要说自己当成贫下中农的亲儿子，有时去访问，还放不下架子呢。”秉常说；“毛主席教导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我们却丢掉群众这主要的一半。”维新说：“南皮是个老灾区，多年来群众总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自己却无动于衷，甚至怨天怨地，怨群众落后。这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和群众的心连在一起，对他们的疾苦没有切身体验，因而感情淡薄，群众观念不强。”

    三是缺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焦裕禄同志是在兰考遭到空前自然灾害的时候到兰考工作的。面对“三害”他信心百倍，虽身染重病，却保持乐观，下决心除掉“三害”，不达目的，死不瞑目。而我们就不是这样，南皮也有“三害”（旱、涝、碱），年年有灾，年年向国家要饭吃，成了国家的一个包袱。秉常检查：“1964年调南皮，自己很怵头，对地委说：我净到条件不好的地区去。兰考的‘三害’比南皮严重得多，焦裕禄却认为兰考是个有可为的地方。自己就看不到这一点，对改变南皮面貌缺乏信心。”维新说：“南皮像兰考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过去发生过几次大惨案，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这块土地，可是我们却没有信心把它改造好，有时甚至产生一种逃避困难，离开这个地方的错误思想。这实在对不起革命先辈，对不起南皮人民。”

    四是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焦裕禄到兰考只有一年多，抱着重病，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苦，不怕累，走了120多个大队，跋涉5000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亲自掂出了兰考“三害”的分量，并亲自制订了建设新兰考的蓝图。我们就不是这样。秉常检查：“来南皮快两年了，全县19个公社，还有两个公社未到，就是到过的地方，也没有焦裕禄那样大的收获。排水系统的7条主干渠，还有两条没有亲自查看，全县20多万亩碱地，也没有走到。所以南皮有‘三害’，没摸到底，自然也拿不出改变南皮面貌的章程来。”常委张秀清检查；“焦裕禄的病那么重，他一点也不在乎，可自己有时候头疼脑热就要休息，来南皮两年多，很少下去。”常委们还一致检查到：工作中一般号召多，深入指导少；到群众中去的多，从群众中来的少。

    一个不如是：学用毛主席著作不如焦裕禄同志。焦裕禄真正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真正称得上是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就不是这样，没有完全自觉地用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常委们过去也订过一些制度，但都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有时只把主席著作当作一般理论书读一读，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主席教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焦裕禄老老实实地这样做了，而我们就不是完全自觉地照着主席说的去做。

在对照学习、查摆问题的基础上，县委以焦裕禄为榜样，制订了四项行动计划。
    一是把学用毛主席著作列为常委的重要日程。常委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传，要像焦裕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紧紧抓住三个环节：学和“用”，要在“用”字上下硬功夫；改造主、客观世界，要在改造主观世界上狠下功夫；改造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要狠抓改造思想意识。今后常委的学习、交流经验就交流“用”的经验，找差距就找“用”的差距。同时订出以下制度：每次常委办公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学习主席著作；无论在机关或下乡工作，都遵守星期六“学习日”的规定，坚持“天天读”。每季开展一次“小整风”，以主席思想为准则，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检查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二是深入蹲点，不断促进工作作风的革命化。常委除轮流有一人在机关值班（半月轮流一次）负责日常工作外，其他常委都下乡蹲点。通过蹲点，解剖麻雀，树起样板，以点带面。同时坚决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带头参加劳动，彻底改变领导作风。

    三是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南皮“三害”的全部情况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县委把全县分五片，每一、二名常委包一片，在自己分工负责的一片里，对“三害”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亲自掂出“三害”的份量，在半年的时间内全部摸透，并且不带随员，不要助手，自己亲自作记录、绘图样，掌握第—手资料，提出根治“三害”的方案，然后经县委讨论制订出彻底改变南皮落后面貌的远景规划。

    四是坚持群众路线，永远同广大群众在一起。下乡工作一定和贫下中农坚持“三同”，了解他们的要求，听取他们的呼声，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忠实的服务员，做他们可信任的领导。常委建立联系户制度，每个常委每月要联系10户以上的社员群众，并帮助他们真正解决问题。

    从此，县委常委无论下乡或在机关都要把有关焦裕禄的文章带在身边，摆在案头，经常进行学习。一年当中，还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几次学习，开展“小整风”，检查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正像省委指出的：今后就要“吃学焦裕禄的饭”。县委正、副书记和其他常委都要亲自动手，为《河北日报》写稿，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县委保证，一定要向焦裕禄那样为根除旱、涝、碱“三害”，为彻底改变南皮的面貌，贡献出一切，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县委常委带头学习焦裕禄的情况。几十年来，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教育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他的伟大精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焕发着夺目的光彩。在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形势下，无论是弘扬新的时代精神，还是抵制各种消极腐朽的思想影响，都更加需要大力倡导焦裕禄精神。

（作者系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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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党史网刊发本刊多篇文章  近期，河北党史网连续刊发本刊8篇文章，即《朱镕基视察黄骅港》、《胡耀邦第一次莅临沧州》、《回忆温家宝两次视察沧州水利工作》、《当好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华北局城工部在泊头二三事》、《渤海湾上的“五朵金花”》、《信念在磨砺中升华》、《“东塑精神”是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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